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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媚：制度正反“双向”确保大学良性发展
我们都知道，制度对一个单位的发展很重要。好的制度，既能激发人的正能量，也能约束人的负能量，应具有“双向度”。“双向度”制度，是针对职业激励制度而言的，其强调有“进”，也得有“出”;有“上”，也得有“下”。只有“进”和“上”的制度，就是“单向度”的制度，而“有进有出”“能上能下”的制度，就是“双向度”的制度。

　　但是，纵观目前大学的一些制度，以“正向”激励的多，以“负向”约束的少;或者说，执行“正向”激励的多，执行“负向”约束的少。其实，职业激励制度“正向”的“进”和“上”，具有显性的激励作用，而作为“负向”的“出”和“下”，既是一种显性的约束，也是一种隐性的激励，虽为隐性的激励，但这种激励往往比显性的激励更为有效。它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潜能的关键所在，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所在，同时，也是确保制度本身生命力的关键所在，是大学进入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对于大学而言，要以“双向”共同构成职业激励制度的完整体系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　　我们看到，很多大学在制度制定的初期极富发展力，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，不但不发展了，甚至还倒退了;很多员工最初也很有工作的积极性，但一旦达到他们职业生涯的最高台阶，就满足现状，没有进取心了。究其原因，是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，或者说，是制度在执行路径上出了问题。比如，在大学人们的职称、职务晋升，往往只强调“进”和“上”，而忽略了“出”和“下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只注重了选拔制，而忽略了淘汰制。无论是业务人员的职称，还是行政人员的职务，人们已习惯从低向高一步步地提升，很少听说某一个人，从高一级又回到了低一级，甚至取消某一职称或职务的任职资格。这种“终身化”的体制，使制度的“单向度”走向极致。而无数事实证明，任何“只进不出”“只上不下”的“单向度”政策，只能使竞争丧失其本源意义，进而造成大学发展的动力不足、活力不再。

　　可以说，大学遇到的发展问题，一般都与制度有关。近年来，国内无论是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高校，还是一般院校，为了解决发展的瓶颈，纷纷出台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。这些改革，敢啃“骨头”，敢蹚“死水”，敢破“坚冰”，从不同程度上打破“僵化”体制和固有的利益格局，很多措施就是直接针对当下“单向度”制度而设置。比如，华中科技大学在“改革完善分配制度”中，提出“体现发展和动态激励为基本原则”;在“干部考核和管理”中，提出“把对干部的考核和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紧密结合起来”，形成“能者上，平者让，庸者下”的氛围。南京理工大学对新入校人员实行“非升即走”的制度，真正建立起“能进能出”的用人机制。北方交通大学注重考核环节，“将教师的基础教学考核与科研效果考核并重”，同时提出“4年聘期考核不合格者，在下一个聘期将降级、转岗或解聘”。天津大学从明年起，将拓宽博导选拔制的“进口”，疏通博导淘汰制的“出口”，打破博导资格“终身制”，让博导们“能上能下”。总的来看，这些改革措施“让一切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出”，不仅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，学校的办学活力也有明显提升。以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为例，2013年，学院科研经费到款大幅增加，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升。2013年11月公布的ESI排名，该学院从全世界300多名前进至177名。

　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职业激励作为大学管理的核心，一方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，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，如果运用得好，就能有效促进“学校要发展”向“个人要发展”的转变。毫无疑问，这种转变是发展动力的转变，反过来会极大地促进学校的整体发展。因此，从学校层面来讲，在制定职业激励制度时，既要重点考虑一线教师的职业发展，也要兼顾机关各类人员的职业发展，应尽可能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合理的、有效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，并且每一政策的导向都要有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，而不应在制定制度层面人为地限制他们的职业发展;或所出台的政策，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，而是挫伤人的积极性。因为，无论是限制一部分人的职业发展，还是挫伤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，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学校的整体发展。

　　当然，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。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既可以对一部分人起到激励作用，也会对一部分人起抑制作用。但在大学发展中，当“个人发展”这一发展主体的积极性长期被抑制或弱化时，大学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。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

资料来源：（《光明日报》2014年６月1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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